云南传统民歌的保护发展与云南当代民族风格歌曲创作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汪瑶）

如同每一位客观严谨的学者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总会把何为“传统”何为“新”作一个界定，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基本是以作品的创作者是否为受过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个体（或集体）、作品的创作手法是否借鉴西方作曲技法、作品的风格是否体现中国传统等等。但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言：“传统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博采众长且延绵不断的。我们在讨论当代的新音乐时，亦不能忽略传统的客观存在和发展。

云南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最为多样化的省份，因不同民族在存在方式、文化传统、经济形态等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其传统民歌的现存方式也有不同。笔者以为，云南传统民歌目前主要有两种存在方式，即原生型民歌和次生型民歌。与传统民歌相对的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存在类型，即新生型民歌。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这三种民歌类型为切入点，阐述关于云南传统民歌的发展与云南当代民族风格歌曲创作的一点思考。

一、原生型民歌及其保护、传承
原生型民歌，从字面上我们即可以理解，原生型民歌是民歌中最基层的类型。这些民歌直接产生于民间，绝大多数是由大众口头创作，在流传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歌词愈加精炼、曲调日臻完美，经过千百年的历练而得以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完美面前。这种类型的民歌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不胜枚举，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未经过商业化的侵蚀，既包含了各自族群的公共文化符号和生活与其中的人们的背景知识，也包含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

这类民歌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无文字的民族、在居住条件相对封闭的民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民族的居住环境或主动或被动地打开，其本土文化也收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好坏与否，但本土民歌在演唱、传承上的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云南省的原生型民歌目前的保护与发展在方法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由政府至上而下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对项目和对传承人的保护，不论是从经费的下拨落实、对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把目光放在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化大省中来看，这些远远不够。从数量上看，也是沧海一粟；从质量上看，传承人也仅仅只能带动为数不多的几个学徒。我们看到，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在这样一个民族众多的现实情况下，目前也只能以保护抢救为主了。历史在其进程中也会自然淘汰一些事项，这是历史的规律使然。第二类是政府主导、企业、民众参与的各类原生民歌节。其实民歌节在民间古已有之，例如西北各民族的“花儿会”、壮族“歌墟”、侗族大歌的“走寨”，等等。这些民歌节以往都是人民自发组织，其与劳动人民的生活、节气、风俗、物质生产等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这些依附于传统生活的民歌盛事在逐步淡去。为了保护传统民俗民歌文化，不少地方政府成为了民歌节的组织者，也有一些企业参与进来，提供资金。客观上为保护原生型民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三类是专家学者的参与。随着人类学方法的传播，音乐学者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少小民族的音乐和人，从音乐存在的环境入手，对其存在的整个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解构和认识，从而试图更好、更客观准确地认识民歌，进而对其进行保护。伍国栋先生对此就提出过用“生态群落”观来对原生态民歌进行保护[1]。与此同时，云南省诸多高校的艺术类专业中，也将本土民歌进课堂作为对系统专业音乐教育的有利补充。此种引进也在中小学的音乐课、课间操、课外活动中有很好的体现。笔者以为，从娃娃时代的耳濡目染到高等教育的引入，是云南传统民歌保护发展成效最好、可持续性最强的途径和手段。

二、次生型民歌及其发展

我们说原生型民歌即为最初形态的民歌、最早时期的民歌，那么次生型民歌即可理解成间接造成的、派生的民歌，也就是在原生型民歌基础上生成的民歌。由于原生型民歌是由劳动人民因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而集体创作的，其形式大多数是较为简单质朴的，比如很多民歌的形式都为上下句或起承转合的四句式；演唱形式中较为常见的也是把同一首简单曲调反复循环唱，而填上不同的词，或者是将几首独立的短小民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曲牌连缀体的形式，用以表达更复杂的情绪或故事情节。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音乐教育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学习过欧洲音乐文化作曲技法的职业、半职业作曲家们，用简单质朴、却独具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特色的原生型民歌作为素材，对其进行改编，使得次生型民歌在艺术层面上，较之原生型民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云南省，这样的民歌在当代更是相当具有代表性。在云南的民歌史上，很多现在已经被本土民众所接受的、认为是自己本民族的民歌，都是由原生型民歌改编、或是在原生型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样的民歌有很多，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路南县彝族民间音乐家金国富先生根据当地流传的一首名叫《圭山撒尼人》的传统民歌曲调进过几次发展，编创而成的《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白族民间音乐家禾雨先生根据滇西北藏族传统民歌《我们生活在他乡》改编成的《天上洒满了星星》，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陈勇教授所改编的歌曲《螃蟹歌》等，云南省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康建中教授根据东川民歌改编的叙事曲《望郎坡》等。

次生型民歌对于原生型民歌的发展，无疑对于云南传统民歌的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然而，在这样的发展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很凸显的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一些打着人民耳熟能详的传统原生型民歌的旗号，却改编成完全背离传统民歌风格意境的另一部毫不相干作品的做法。比如在有一年的青歌赛上，在流行组的比赛进程中有一项是改编演唱传统民歌，笔者听到对于一些优秀经典的传统民歌，如《三十里铺》、《兰花花》、《小河淌水》等，改得面目全非！各种饶舌说唱、金属摇滚的风格不绝于耳，让笔者诧异之余也产生了一些思考。其实，从音乐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改编创作对于民歌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原生型的传统民歌本身也是由无数劳动人民在口头传唱中经过改编、完善、凝练而成。但是，如何把握改编的“度”，则是我们职业或半职业的音乐人需要思考的重中之重。

笔者以为，原生型民歌经过几百甚至数千年的沉淀，虽然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但是在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凝练过程上，每一首民歌都是有特定的创作背景和风格特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风格特征，才能够称其为是这首歌而不是其它的另一首歌。如果在改编过程中，为了显示高超的作曲技法、复杂的和声结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将原生型民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时，那么不免会让听众有愕然之感，也不免有借助已经广为传唱的原生型民歌为自己做广告之嫌。试想一下，如果把一首水边月下情歌用摇滚演绎、把一首悲戚的控诉之歌用饶舌说唱来表达，这究竟是创新还是哗众取宠？民歌，不仅仅是音乐，更承载了其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我们希望在《小河淌水》中可以听到在当今快餐社会中鲜见的温婉含蓄的爱情，我们希望在《猜调》中听到生活中朴实的知识与智慧，我们希望在《望郎坡》中可以听到旧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的真实写照，我们希望在《弥渡山歌》中听到对爱情的勇敢向往和追求……时代在变化，万事万物也是在变化中发展的，但有些具有历史时代背景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因为，历史，是需要我们铭记的！
三、新生型民歌创作的思考
除了在上文中提到的云南传统民歌目前存在的两种方式以外，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还有一种民歌形式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果之多，也占据了民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即笔者要谈到的第三类，新生型民歌。
 “新民歌”这一概念也许大家都不陌生。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就表示了对民歌的重视，提倡新民歌运动。在当代说到新民歌，主要是指在原始民歌中融入更多的作曲理论和作曲技法以及流行音乐市场元素类型的民歌。而笔者在文中所指的新生型民歌，是指由专业或半专业作曲家，运用系统的作曲理论和技法所作，在音乐风格上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点的民歌，却并不是由原生型的某一首民歌改编而成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著作权的全新民歌类型。

上世纪50年代云南以《小河淌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云南民歌走红全国，如《放马山歌》，《绣荷包》《弥渡山歌》等。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第一批新生型民歌的创作高潮并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具代表性的如杨菲创作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李德熙的《阿里里先给毛主席》等一批优秀创作歌曲；60年代，以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为代表的表现云南题材的电影音乐在全国有刮起了云南风，杨正仁创作的《阿瓦人民唱新》，《阿波毛主席》《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优秀作品；70年代，《白族人民爱唱歌》《景颇欢唱丰收乐》，佤族词曲作者李江平先生在单甲乡嘎多村体验生活时创作的佤族情歌《月亮升起来》等；80年代以田丰创作的《云南风情》合唱组曲为代表的作品，为云南的新生型民歌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这股风在改变云南本土曲作者的创作思维模式上，技术技法的运用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使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影响至今。90年代至今，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如《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火把节的火把》、《一窝雀》、《云南过桥米线》、《三江并流的地方》、《打歌》、《来香巴拉看太阳》等优秀作品。
2009年，云南省文联、云南省音协在建国60周年时评出了云南百首优秀作品，这些新生型民歌的代表性作品是云南省民族传统音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现代创作思维交融的展示。其共性无不是在文化上体现了‘绿叶对根的记忆’，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统一。作为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传统文化发展与变化，这就是艺术的特有功能，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云南的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过程中，音乐对其文化建设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建国以来，云南元素及风格的创作歌曲可以说在云南省的新音乐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理念深入人心结果。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歌曲创作看似红火，作品的产出与日俱增，作曲新生代层出不穷，各阶层人士纷纷加入到歌曲创作的大军中来，在市场化的引领下，与之相关的投入更为可观，不少投入甚多的演唱会层出不穷，但是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多数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很想“唱响云南”，却很难得到反响，巨大投入溅起的巨大浪花，并没有掀起热情的涟漪，冒几个泡泡就变得悄无声息了。这是不尊重艺术的结果，也必然会受到艺术的嘲弄。那具体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讨论。

1.创作的文化理念理解狭隘。“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只做了上句，不知道如何做下句，打出了水源，却不知道把水引向何处。歌曲创作中只知道民族元素和民族符号的罗列与堆积，这样的作品只会被他人用考古的眼光来鉴赏，这使得音乐只能被人看成是一个载体，其音乐艺术所应有的感染力也只能成为另外的话题。“艺术要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最后还要回到生活。

2.文化及审美背景单一，曲作者不是站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来创作和审视其作品，而是狭隘的站在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背景下来看自己的作品像不像这一民族的，只考虑了小文化群的具象，而忽略了大文化群的审美。如何把两者结合与之的关系处理好，在这点上，身为云南人的聂耳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聂耳的作品，研究聂耳的歌曲写作。

3.过于强调作曲技术的观点。作曲理论在歌曲创作中的不恰当地使用，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歌曲创作的幼稚病，歌曲越大越好，调子越高越好，曲式越复杂越好，调性转换越多越好，全然不顾及词曲是否达意。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首歌里既有传统技法和声，也有现代说唱音乐、摇滚节奏……各类手法的无限堆积，只能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4.功利主义作祟。这是艺术创作之大忌，很多人都想一曲成名，在音乐写作上最求“奇”，虚词或衬词上追求“怪”，想借此袭人眼球，殊不知此类作秀之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违背艺术美学及艺术传播的规律、超越时间与空间去否定或肯定一个作品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

5.浮躁的心态。艺术创作的心态是需要有激情，但不是浮躁，在某些作品中所追求的“大气魄”，“大场面”，“大动静”，处处是高潮。无层次、无对比，让人无时不在感觉到曲作者那颗浮躁不安的心。所以很多的大型晚会热热闹闹开场，音乐从头震撼到尾，最后偃息旗鼓，未给人留下丁点印象。也可以说，社会环境的浮躁诟病也影响了我们一些人。

结 语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由无数传统连续组成的过程。但不同的文化，或同一文化模式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传统连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转化过程和方式。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大省，其少数民族资源的丰富是巨大优势，然而在历史进程中的快速发展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冲击也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相关的艺术院校和文化艺术部门对青年词曲作家给予更多的帮助、培训和辅导，云南当代的知名作曲家，能以开阔的视野、用娴熟的技法、持科学的态度、抱着平和的心态，脚踏实地站在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土地上，创作出一批好听、好唱、好传的作品，那么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不会是一个太痛苦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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